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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午战后两湖煤铁联营与晚清省际壁垒 

刘长林
1
 

【摘 要】：省际壁垒在晚清跨省协同中切实存在。以“湘煤济鄂”为例，甲午战后，盛宣怀希冀经营湘煤，以

满足汉厂需求。因湘、鄂事关“隔省”,为实现两湖煤、铁联营，盛宣怀多次与陈宝箴接洽，并倚借赈灾得以涉足湖

南矿务。因邝荣光离湘未归，“湘煤济鄂”随被搁置。表面来看，此种困局受矿师与机器问题的影响。究其根本，

在于盛、陈二人所求利益不一之下的隐形碰撞。后因盛宣怀完全掌控萍乡煤矿经营权，“湘煤济鄂”最终失败。“湘

煤济鄂”的背后折射晚清省际壁垒的存在，中央赋权、督抚作为及地方士绅利益是省际壁垒形成的主要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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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意义而言，省际壁垒多指省级行政单位间，因省际行政边界等因素的客观存在，导致跨省间难以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机

制。[1]清代并未出现“省际壁垒”这一名词，但晚清“隔省”一词频现。如李鸿章筹备重庆通商时言：“宜昌关事隶隔省，情形

未谙，亦虑呼应不灵。”[2]同治间山东兴修水利，“隔省施工，一切恐难呼应。”[2]厘金“隔省层累征收，成本亦重，出售即难。”[3]

煤矿开发中，“难以隔省验货，转辗思维，一无良策”[4]“夔州观音岩已隔省，虽好可勿论也”[5]等。可见，“隔省”对晚清通

商、厘金、办矿都存在阻碍。“隔省”壁垒即省际壁垒。“湘煤济鄂”给我们认识晚清省际壁垒的生成提供了契机。
1
关于“湘

煤济鄂”,贾维、张海荣、廖太燕有相关论述涉及 2,但上述学者对这一过程并未阐晰，对其夭折背后的“隔省”问题并未深入探

究。本文拟重新审视“湘煤济鄂”,借助“湘煤济鄂”的兴起、实施及夭折过程，窥探晚清时期省际壁垒形成的内在机制。需要

指出的是，不同现代省际壁垒研究，晚清省际壁垒有着自身的形成逻辑。同时，鄂、赣两省能打破省际壁垒，造就汉冶萍，湖广

总督统辖事权的湘、鄂两省反而难以打破壁垒，“湘煤济鄂”以失败告终。可见，虽同为“隔省”,但省际壁垒存在强弱。那么

什么造就了晚清省际壁垒?省际壁垒的强弱与什么因素关系更为密切?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，借助对“湘煤济鄂”的梳理，尝

试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。 

一、湖南矿务新政与盛宣怀“湘煤济鄂”的肇始 

晚清以降，兴矿以争利权之声渐起。[5]湖南煤矿资源丰富。[6]洋务运动时期，因风气保守，湖南煤炭开采未能在全国煤炭行

业激起涟漪。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，慨然以建设湖南为己任，矿务新政遂应运而生，煤炭开采业迎来发展良机。早在光绪二年

(1876),陈宝箴曾主张湖南官办矿业。[7]得巡抚王文韶认可，因陈宝箴去职，计划被中断。[8]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，其兴办湘矿得

以付诸现实。是时，陈宝箴从维护“民生”与争夺“利源”出发，主张在湖南兴办矿务，如有成效，则推广全国。[9]光绪二十二

年(1896)二月，湖南矿务总局成立，成为湖南官矿领导机构。陈宝箴制定《湖南矿务简明章程》,对经营湖南矿务若干问题进行

规定，并由阜南官钱局全力支持湖南矿务。[10]可以说，陈宝箴新政奠定了湖南近代矿业发展的基石。 

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，为湘煤开发带来另外契机。早年张之洞官办汉阳铁厂，曾希望由盛宣怀招商承办，遭李鸿章拒绝。
3

甲午后，清廷饬令各地官办局所均改为招商承办。[11]张之洞拟将铁厂交由外商。4 不过，遭陈宝箴等人所反对，招揽盛宣怀成为

张之洞的必然选择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九月，蔡锡勇电函盛春颐，希望其叔盛宣怀能承办汉厂。[12]不久，张之洞亲自函请盛宣

怀接管铁厂，但盛宣怀一直未明确答复。实际上，盛宣怀对于汉阳铁厂一直觊觎。此际，盛宣怀不为所动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甲

午后，因被弹劾贪污、行贿，盛宣怀遭朝廷查办 5;其二，盛宣怀对承办卢汉铁路存有心思。其后，因受王文韶庇护，盛宣怀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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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掌管电报、招商各局。同时，张之洞答应将卢汉铁路承办权交由盛宣怀，盛宣怀始全权接手汉阳铁厂。给王文韶的信函中，

盛宣怀写道：“路与轨两局，综于一手，路成厂亦成。”[13]可见，实现“铁厂—铁路”一体化经营是盛宣怀接收汉阳铁厂的初衷。
6
是时，卢汉铁路修建在即，寻找合适的煤矿成为盛宣怀亟需解决之事。对此，盛宣怀部署有二：一则利用旧有关系，争取开平

煤矿的供应；二则希望在长江中游各省开发新矿。在给郑观应的信函中，盛宣怀言：“汉厂总须以得煤为体，造轨为用。……只

望宁乡(长沙府),运道较近，如能用机器起重吸水，或可供应两炉之需。”[4]可见，因湖南水运便利，其尤重湘煤。不过，湘、鄂

属隔省，盛宣怀极少涉及湖南事务，与陈宝箴并不熟识。7为开发煤矿满足铁厂所需，盛宣怀去函陈宝箴，商讨开矿之事。光绪

二十二年五月(1896),给陈宝箴信函中，盛宣怀言：“(湖北)马鞍山煤质灰多磺重，不合化铁。目前分购开平、萍乡、郴州三处

焦炭，实虞阻滞。……(长沙)宁乡苦竹寺煤样，考验质性，灰少磺轻，极合炼铁之用，运道亦较郴、萍近便。”[4]请求陈宝箴早

勘宁乡矿。在盛宣怀看来，湘煤、鄂铁互重，可实现两省的互利共赢。[4]陈宝箴则回函以示赞同。[14] 

盛宣怀何以得到陈宝箴认可，原因有三：其一，陈宝箴对“湘煤济鄂”计划思忖已久，早先反对张之洞以洋人办理铁厂时，

曾言：“衡州、湘潭均有佳煤，……正拟开采，供铁厂之用”[15]。铁厂可为湘煤带来销路，对其矿务新政大有裨益；其二，陈宝

箴对张之洞湖广新政持支持态度；其三，对盛宣怀救济湖南灾荒的感激。赈灾之事尤为重要，也是直接因素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

湖南旱魃肆虐，省内灾情严重，陈宝箴请求开办赈捐，以救时需，并去函直隶总督王文韶，请求臂助。王文韶陆续拨发救济四万

两白银，并捐养廉银三千两。
[8]
同时，王文韶去函盛宣怀，希望盛能赈济湖南灾情。

[14]
次日，盛宣怀回电，表示积极筹助。不久，

盛宣怀筹集十二万两赈灾银，派遣亲信严作霖赶赴湖南救灾。[13]又在上海发起赈灾筹款活动。对此，王文韶非常满意。[8]同时，

盛宣怀的“善举”也得到了陈宝箴及湖南士绅的认可。[14]义赈不久，陈宝箴将湖南铺设电线一事交由盛宣怀[16]。同时，陈宝箴在

给盛宣怀的信函中言：“闻公二月来鄂商办铁政，非一时一事之幸，欣跂无似。俟公到鄂后，具奏商办，必然帖然。”[17]表明对

盛宣怀经办汉阳铁厂的认可与期待。其后，在给陈宝箴的电函中，盛宣怀始透露其接办铁厂对煤炭的需求。[14]湖南义赈虽是盛宣

怀对王文韶的“报答”,但就义赈活动在晚清企业建设和官绅之间所起的特殊作用，以及盛宣怀对湖南义赈的踊跃，并适时提出

兴办湖南煤炭业来看，盛宣怀很可能通过义赈为进入湖南市场赢得了机遇。 

湘鄂两省煤、铁联营，是盛宣怀用以实现“铁厂—铁路”一体经营的重要环节。因湘、鄂“隔省”,资源跨省联动可能出现

的省际壁垒，盛宣怀除与陈宝箴阐明两省联营的利弊外，还借助赈灾介入湖南煤矿。不过，湘煤只是盛宣怀众多选择中较为看重

的矿藏之一。是时，盛宣怀向陈宝箴推荐矿师邝荣光时，亦让就近往萍乡探查。[4]但从盛宣怀与陈宝箴最初往来信函来看，当有

重点开发湘煤之意。 

二、矿师、机器与“湘煤济鄂”的搁置 

矿业开发首重勘测。在盛宣怀看来，矿师在近代矿业中不可或缺。
[5]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五月，盛宣怀力推邝荣光来湘勘测，

“中国经历西法、开煤有成效者，仅此一人。湘产最富，难得华人为矿师”[4]。盛宣怀建议勘测宁煤为先，宁煤若合适，即将其

打造湘省矿业经营典范，但盛宣怀并不局限宁乡一处。为早日实现湘煤济鄂，盛宣怀反复强调煤炭匮乏严重影响汉厂进度。因

此，盛宣怀恳请陈宝箴早开宁乡煤矿，“故鄂厂之利钝，实惟台端左右之”[4]。这一过程中，盛宣怀与陈宝箴反复磋商，可见巡

抚权力对跨省联营具有重大影响。 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五月十二日，复函中，陈宝箴同意邝荣光多处勘测，并希望盛宣怀臂助解决湖南开矿资金、机器等问题。

对陈宝箴回函，盛宣怀的答复要点有五：其一，此前苦竹寺样本过少，需获取更多样本进行检测。[4]其二，希望陈宝箴重用邝荣

光。其三，承诺宁煤堪用，汉厂将大力支持湘煤开发。
[4]
所需资本问题，盛宣怀则允诺“筹本当先尽湘人士，或有不逮，宣怀再

为通力合作”[4]。其四，反对土法开采。[4]此外，盛宣怀强调销路是矿业发展的重要前提，汉厂完全满足湖南煤矿的产能。同时，

盛宣怀劝诫陈宝箴不要错失宁煤发展的机遇，“鄂厂不得不另作他计。或与别处得煤，则宁煤无大宗可恃之销路，而筹本愈艰

矣”[14]。言语间，盛宣怀试图掌控宁煤意图初显端倪。 

围绕苦竹寺煤矿兴办问题，陈宝箴与盛宣怀之间张力明显。民国《宁乡县志》载：“二十二年春，总局委矿师来宁屡勘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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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。”[18]从时间来看，矿师应为邝荣光，总局为湖南矿务总局。矿师由总局委派，并未谈及盛宣怀与汉阳铁厂。光绪二十二年六

月初一日，“苦竹寺煤已开办”[14],主持宁煤的士绅熊世池为陈宝箴所委任。[19]陈宝箴仓促办矿，反映其湘煤湘办之一贯立场。

不过，陈宝箴对汉厂机器充满渴望。苦竹寺煤矿开办不久，陈宝箴即请求盛宣怀，“赐借抽水、起重机器各一副。”
[14]
但盛宣怀

认为样本尚需化验，汉厂虽有机器，但机器“一拆一装需费甚巨，即移去，则难收回”[4],希望陈宝箴早日将样本交铁厂化验。

同时，盛宣怀去函郑观应，询问此前王三石煤矿拆下的机器可否借用。郑观应表示只有起重机可以借用。[4]对此，盛宣怀让郑观

应转告陈宝箴，表明机器暂缓入湘并非有意推脱，希望宁乡煤样早日寄送，待化验后决断。对矿师勘测、样本化验与机器开采在

近代矿业开发中孰先孰后的不同看法，体现两人对矿业风险的认知差异，也是二人开矿理念具有张力的表现。尽管二人对宁煤一

事上存有张力，但是在开平、萍乡煤矿不可恃的情况下，盛宣怀对湘煤的开采仍颇重视。 

邝荣光是否留湘则增大了陈、盛二人间的张力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八月，盛宣怀突闻邝荣光拟回开平的消息，急电陈宝箴，

强调宁煤对汉厂，以及邝荣光对湘煤的重要性，希望陈宝箴能够对邝荣光，“假以事权，许以重赏，责成赶办”。同时，此前允

诺湘省抽水、起重机器，“即令邝丞详细函告宣处商定”[4]。在盛宣怀看来，邝荣光留湘是湘煤能否济鄂的重要环节。而陈宝箴

认为邝荣光回开平不过是接家眷，但为稳住盛宣怀，在抽水机入湘后，陈宝箴允许邝荣光在宁乡外勘测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九

月二十三日，郑观应给盛宣怀去函，表明宁煤不合炼焦。此种结论让盛宣怀始料未及，然邝荣光有了新的发现。在给盛宣怀呈递

《勘查湘矿禀帖》中，邝荣光认为湘潭小花石煤矿最佳，原因有三：其一，靠近湘江，水运便利；其二，煤层较浅，煤线长达十

余里；其三，含磺量较少，能炼焦炭。[4]小花石煤矿发现后，陈宝箴去函盛宣怀，表示小花石煤矿足以取代宁煤，满足铁厂的需

求。盛宣怀给张之洞信函中亦写道：“正在焦虑，欣悉新寻花石矿，煤佳运捷，袛候煤样化验。”[16]可见，邝荣光在湘勘测，为

“湘煤济鄂”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。 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九月，邝荣光离湘后迟迟未归，“湘煤济鄂”陷入“僵局”。为让邝荣光返湘，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三

月，盛宣怀联名张之洞去函王文韶，以邝荣光离湘不归，严重影响汉厂的生产，请求王文韶转商开平煤矿张道(张翼),督促邝早

日返湘。[16]王文韶在回函中，则表示邝荣光久未回湘，只因患病耽搁，事出有因，待张翼回津后，即“催令饬邝速行”[4]。不久，

因张翼答复“其辞颇遁”,经王文韶密询，才得知邝荣光迟迟未曾赴湘的原因。不久，给陈宝箴的电函中，王文韶将原因告知，

“因在湘时曾受乡民穷诘，是以坚不愿去。”[4]但此事盛宣怀似并不知晓，认为邝荣光无法返湘在于张翼的从中阻拦。[14]因去函

王文韶未果，盛宣怀又寄希望陈宝箴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四月，给陈宝箴信函中，盛宣怀反复强调湘煤于铁厂的重要性，希望

陈宝箴能敦促邝荣光早日返回。[14]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五月初五，盛宣怀给陈宝箴去信，强调只有湘煤才能满足汉厂日常所用。

同时，盛宣怀对使用与开发宁乡煤矿的门槛进一步减低，还表示“邝来，即可先安置宁乡抽水、起重机器，并将小花石及衡州好

煤一气开办”[20]。湘省风气渐开，但民风依旧保守，盛宣怀早有认知。但对于邝荣光久不能归的局面，以致其试探性的询问可否

选派洋人前来勘测。[14]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五月十四日，盛宣怀再去一函，其言：“湘煤为铁轨命根”“湘省之利源非细，铁政

之倚赖亦无穷期。”因得知陈宝箴看重宁煤，在宁煤磺多的情况下，仍言：“(宁煤)为锅炉最好之煤，开到深处，不让开平。”

同时，盛赞陈宝箴重视宁煤“足征伟识。”继而，再次强调：“鄙见清溪、小花石安置吸水、起重机器，……亦须邝荣光到，方

能合式。”因此，希望陈宝箴去函王文韶，请邝荣光再度来湘。在矿业能否大举的问题上，盛宣怀希望陈宝箴不要再犹豫不决，

否则“轨价、桥料一千数百万，只得送与外国”[20]。是时，湖南矿务总局先后设宁乡清溪和苦竹寺、湘潭小花石等官局。其中，

清溪煤矿“煤佳，苦积水，机器不复合用，未能悉力攻取”[21]。由此反观陈宝箴，其意图保持湘矿湘办之初衷，关注的始终是铁

厂能否提供机器，对勘测并不重视。 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七月初六，从陈宝箴给盛宣怀“鱼电”中可见，陈宝箴明确邝荣光无法赴湘已成事实。对此，盛宣怀不

得不感叹：“邝既不来，洋人又难到，计已穷矣。”
[4]
不过，陈宝箴建议由栖霞煤矿的吴仰曾主持开采湘矿，但盛宣怀认为吴仰

曾不擅长勘测煤矿，并不主张吴仰曾来湘。8只言：“如能向南洋商调，亦有益处。”[4]邝荣光既已无法返湘，盛宣怀惟寄希望于

洋人。面对洋人入湘之难，盛宣怀去函陈三立与黄遵宪，以此劝说陈宝箴同意洋人入湘。同时，盛宣怀建议由铁厂派出谭嗣同，

具体负责湘矿事宜。次日，盛宣怀又去函陈宝箴及蒋德钧、熊希龄等，欲为洋人入湘做最后之努力。信函中，其指出陈宝箴锐意

改革经营，但无甚成就，在于“不得矿师耳”。又认为清溪煤矿屡屡被水淹，皆因土法采矿，不用矿师勘测所致。同时，盛宣怀

还指出近些年国内诸多煤矿皆不获效，只因“不用真正矿师，断难收效”,希望能由铁厂派出洋人勘测，并再次向陈宝箴推荐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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嗣同，建议由谭负责率领洋人勘测。但陈宝箴对洋人勘测一事，仍未置可否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二月，给陈宝箴的函中，盛宣

怀言：“铁厂需煤甚急，仿造开平，试办萍乡煤矿。”[14]可见，此时的盛宣怀已逐步放弃湘煤。同年三月，张之洞、盛宣怀上奏

朝廷，决议开采萍煤炼焦，并各小煤矿所产皆由萍乡煤矿总局收购。五月，为了使得萍煤运输便利，盛宣怀去函陈宝箴，请求修

筑湘潭到萍乡的铁路，“以冀萍煤畅运”[20]。至此，“湘煤济鄂”计划被搁置。 

湘、鄂两省是“隔省”,煤铁联营势必受到“隔省”的影响，这也是盛宣怀与反复与陈宝箴磋商的原因。其中，矿师与机器

是盛、陈二人交流的重要话题。盛宣怀认为矿师勘测是机器开采的前提，好的矿师尤为重要。因开矿属商业行为，具有较大风险

与不确定性，好的勘测作为技术保障，能有效的降低办矿风险，所以盛宣怀特别重视勘测。陈宝箴虽以开明著称，但其所认知的

近代矿业更多只是机器开采。矿师与机器孰先孰后、孰重孰轻的问题，体现了二人对近代矿业认知的差异。不过，“湘煤济鄂”

过程中矿师与机器问题只是盛、陈二人“话不投机”的表象，二人利益不一才是“湘煤济鄂”由搁置到夭折的根本。 

三、利益碰撞与盛宣怀实业扩张的转向 

“湘煤济鄂”夭折对近代湖南煤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陈宝箴新政以来，先后拨官银 29.9万两，筹办宁乡清溪与苦竹寺、

湘潭小花石、醴陵枫树山与豆山、芷黔黄榜坡六个煤矿官局。不过，从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到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上述六所官

局共计产煤约 1.1万吨，因亏损严重，相继停办。[19]其中，“苦竹寺老矿旧洞鳞比，……积水乘之，且运道不便，两年停办”“清

溪烟煤质佳而富，……因水势大，机筒抽吸力小难干，计竭停工”[22]。曾出任矿局提调的张通典在离开矿局后，给盛宣怀信函中

指出：“湘中长、衡两府孕煤良富，所惜者土人开采不得其法，而资本又微薄尔。”[4]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俞廉三对矿局资产

清查，“挪垫官项及无息借款银三十万三千八十六两零，……均尚无款筹还。”[23]光绪三十四年(1902),湖南矿政调查局总理蒋

德钧言：“自光绪二十二年抚部院奏设矿务总局，开采五金、煤炭各矿共三十余处，迄今十余年……惟常宁之水口山铅矿、新化

之锡矿山锑矿、平江之黄金洞金矿三处著有成效，其余或水大，或矿苗不旺，先后停办。”
[24]
可见，湖南近代煤矿业有一定发展，

但受制于资本、技术等因素，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近代煤企，甚至是被迫停办。 

前文已述，盛宣怀与陈宝箴围绕矿师与机器问题所体现的认知差异不过是“湘煤济鄂”夭折的一表象，究其根本还是盛宣

怀谋求实业扩张与陈宝箴所求利益间隐形的碰撞。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在其兴办实业生涯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，这一背景下

盛宣怀提出“湘煤济鄂”,可视为其实业扩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湘煤满足汉厂需求是其觊觎的要点。陈宝箴则有着自己的利益

考虑，他亟须改善湘省财政状况，主张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即通过新设湖南矿务总局，垄断矿利，用以支持其各项新政。在盛宣怀

与陈宝箴、张之洞围绕矿师、机器以及是否资本进入等问题的往来信函中，不难发现盛宣怀对湖南煤矿的觊觎及陈宝箴对他的警

惕。 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十月二十八日，给黄遵宪的信函中，盛宣怀言：“小花石闻有肯招股之说，但集股必遣矿师勘估，……

先派谭复生太守赴湘请示右帅与尊处。”[20]次日，盛宣怀给陈宝箴函中言：“敬帅(谭继询)之世兄谭复生太守，……愿任小花石

之役。”[20]由此来看，盛宣怀拟派谭嗣同赴湘，应非简单陪护勘测，而是与“招股”有关，即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盛宣怀势力主导

小花石煤矿开采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十二月初六日，曾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的张通典给盛宣怀去函可为“招股”之说一佐证。

对于“湘煤济鄂”,张通典直言：“幸逢明公宏识远略，有意为敝省兴利。”闻听盛宣怀拟派谭嗣同赴湘，其言：“现复生未到，

不知小花石是否能归商办?若此矿果归尊处经理，则湖南煤务公司已立，当由复生总办，通典请为其副。”[4]盛宣怀对此作何答

复，尚不曾见。然诉诸张通典之口，盛宣怀对湘矿之觊觎之意已明朗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五月，因粤汉铁路湖南段勘测事宜，

盛宣怀去函张之洞，其言：“湘矿不久必属英、法，可否归并总公司，亦借美款开办。余利湘得若干分，为练兵费，美得若干分，

总公司得若干分，帮还湘路债。”[13]是时，各国虽多觊觎矿权，但湘矿必属英法则不属实 9。此间，“萍乡等处煤矿总局”已成

立，盛宣怀尚有此言，更表明其对湘煤之野心。对此，张之洞则以：“惟铁路公司欲分矿利，恐湘人必不愿”[16]答复，劝盛宣怀

认识现实。同时，张之洞发电陈宝箴：“盛京堂宥电想已到，事体重大，尊意以为如何?祈明示。”[16]陈宝箴并未直接回答张之

洞，仅搪塞以“盛电矿事体大，诚如钧谕”[25]。对于盛宣怀，陈宝箴则答以：“至养路之有无把握，此公司事，非能知也。湘绅

借洋款之电，口头语耳，他何论焉。”
[13]
轻描淡写地拒绝了盛宣怀的野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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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是陈宝箴兴湘的重点，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之初，就确立：“先行开办煤矿，……当可岁获数十万，再次第举行各矿。”[26]

早前，盛宣怀曾提出“请以煤矿归商办，愿先入股三十万”,只不过尚未提及“湘煤济鄂”。[26]陈宝箴以“一切俱由官办，自不

必别招公司”
[14]

为由，予以拒绝。可见，陈宝箴更看重湖南矿务总局对全省矿利的垄断。盛宣怀推荐谭嗣同入湘与张通典离职湖

南矿局后力主盛宣怀介入湖南煤矿被拒，亦能反映陈宝箴的心思。盛宣怀举荐谭嗣同入湘，因其“在公赏鉴之中”[20]。陈宝箴对

谭嗣同确为赏识，并多次征召其赴湘参与新政。[27]不过谭嗣同入湘后，并未如盛宣怀所请主持小花石煤矿。[28]原因有二：其一，

其为盛宣怀所举，陈宝箴对盛宣怀觊觎湘矿存有戒心；其二，谭嗣同主张商办矿业，同时反对“权与利皆归省局”,给与县(矿)

局足够的权力。[27]与陈宝箴办矿方针相左。事实上，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十月，谭嗣同曾专门前往湖南矿务总局，对湖南官办矿

业进行批评，认为：“矿务办理不善，应行改章”,主张商办，以分总局之利，但遭到陈三立的拒绝，谭嗣同只得“废然而返”。
[26]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十一月初，谭嗣同充当盛宣怀之说客抵长沙，企图说服陈宝箴允洋人入湘勘测，并由盛宣怀主办湘煤。其

后，谭嗣同多次与陈宝箴会面，言说盛宣怀商办湘煤之利。唐才常所述中，认为：“义宁然之”“义宁深韪其言”
[29]
。不过，尚

未发现陈宝箴对谭嗣同的回函。同年十一月十三日，谭嗣同拟与唐才常办理浏煤，“拟凭杏荪之力，运进机器，物色矿师”[29]。

陈宝箴是否允诺，未可知。盛宣怀极为上心此事，让浏煤开往铁厂卸载，但不久却以“天寒水浅，明年再议”为由，拒绝派洋矿

师入浏阳。盛宣怀何以变卦，是否真如谭嗣同所言：“狡诈纤巧，不可捉摸。”[30]其实，引盛宣怀办理浏煤应为谭、唐二人私人

谋划，盛宣怀变卦是其对办理浏煤之事的察觉，并考虑陈宝箴对洋人入湘态度后的决定。张通典离职湖南矿局，是湖南矿务新政

中派系斗争的结果。
[31]
张通典在矿局期间，“力争宜商办”,被陈三立批为：“至其入湘，矿务一切为其主持，而迂缓多疑，未

做事先杜弊。”[26]其后，张通典强烈建议盛宣怀成立湖南煤务公司，意欲凭借盛宣怀的势力介入湖南煤矿。不过，陈宝箴“惟持

重太甚，新法多不能放手耳”[26],且认为“遽集商股，弊窦殊多”。[32]张通典认为借助盛宣怀的力量，“庶矿务局不致阻难，别

生枝节耳”[4]。不过是痴人说梦。 

邝荣光离湘、洋人不能入湘，受制于湖南风气保守，实质也是陈宝箴维护湖南社会稳定的需要。起初，盛宣怀选择邝荣光前

往湖南勘测，便是考虑到湖南民风保守，担心洋人入境，“恐与湘民骤难融洽”
[4]
。其后，盛宣怀主张洋人入湘勘测，主要是出

于经济方面的考虑，其并非地方大员，不肩负地方维稳之责，更关心的是湘煤能否开发，反映的是其商人的本性。陈宝箴则不然，

其身为湖南巡抚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是其主要职责。是时湖南教案屡发，地方“民情汹汹，不能相安”[14]。盛宣怀主张洋人入湘，

极可能影响湖南地方稳定，自然不会为陈宝箴所接受。正如陈宝箴就勘测粤汉铁路湖南段时所言：“勘路猝用洋人，一人倡谣，

千人和之，一哄之后，……始基不慎，事必难为。”[16]以洋人勘测煤矿亦如是。 

盛宣怀对萍煤的掌控也是“湘煤济鄂”夭折的重要因素。盛宣怀看重湘煤，但从未放弃萍煤。其强调“湘煤济鄂”的同时，

看到萍煤经营之弊病，强调萍煤亟须整顿。[4]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五月，盛宣怀派遣马克斯在萍乡勘测，已经为铁厂主导开采做

了准备。只不过受制萍乡士绅利益分割[33],一直在等待时机成熟。与此同时，盛宣怀与文廷式商议，由文氏家族的广泰福承包萍

煤的采运。但广泰福未能如数交货，要求修改合同，且“局设南门文氏祀祠内”“各司事皆文氏之人”。
[4]
同时，广泰福企图垄

断承包，激发了与当地士绅矛盾。广泰福不能正常履行合同，贻误供给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八月，盛宣怀令卢洪昶至萍乡对广

泰福调查，但考虑萍乡特殊情况，仍允许其“勉力速办，以赎前愆”[4]。同时，拟派卢洪昶赴萍另设官局，改广泰福垄断，官商

分办，上栗由铁厂设局自办。官商分办很快引发文氏家族反对，在铁厂与广泰福签订《萍乡分办、上栗市铁厂独办章程四则》后

不久，文廷钧反悔，导致章程难以执行。卢洪昶抵萍重建煤务局，与广泰福矛盾日渐增大，整顿计划以失败告终。不过盛宣怀始

终坚持官商分办，包采自炼。同时，广泰福实力不足，亏损达一万数千两。不久，盛宣怀派遣张赞宸入萍整顿煤务局。光绪二十

三年(1897)八月十九日，赖伦向盛宣怀报告萍煤质佳、成本低，盛宣怀对萍煤开始积极筹备。同年九月二十九日，张赞宸整顿萍

乡煤务局基本稳定。与此同时，广泰福经营进一步恶化。九月十四日，铁厂已有收购广泰福之意。十一月十七日，铁厂兼并广泰

福告一段落，进入资产清理阶段，盛宣怀彻底垄断萍煤开采权，铁厂煤炭来源问题告一段落。
[4]
此际，恰是盛宣怀与陈宝箴之间

的“僵持”期，“湘煤济鄂”夭折则在情理中。 

四、晚清省际壁垒形成的内在机制 

通过对“湘煤济鄂”缘起、实践、搁置以及夭折的梳理与分析，我们不难发现巡抚的利益与权力是晚清省际壁垒的重要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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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。其表明自太平军兴后，督抚在辖区内权力的扩张。不过，这种扩张并未逃离中央王朝的“赋权”。就“湘煤济鄂”而言，其

虽被视为盛宣怀实业扩张中的一环，但同样也是甲午后清政府主导第二轮开矿中的一个缩影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光绪皇帝颁

布改革谕旨，开矿是主要政令之一。同时，朝廷命各省督抚结合地方情况，斟酌办理。
[34]
次年(1896)正月三十日，光绪皇帝再次

强调各省办矿的重要性：“若不将各省有矿可采之处，……以供国用，试问户部放款从何周转，外洋借款从何归偿?”[32]“(矿务)

全在地方大吏认真办理。”[35]陈宝箴积极响应朝廷办矿号召，光绪二十二年(1896)正月，其会同署理湖广总督谭继洵奏请湖南设

立矿务局。光绪皇帝朱批：“所奏甚是。该抚其悉心妥办，以观厥成。”[14]可见，皇帝让督抚结合各省状况办理矿业，给督抚办

矿中极大权力。不过，朝廷倡导开矿的同时，却无法对地方给予财政支持，也没有设立专管机构和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。各省矿

政全视地方大员的态度、立场为转移。朝廷对各省办矿赋权及中央自身集权能力的不足，是省际壁垒形成的前提，是盛宣怀需多

次与陈宝箴商议，并力争取得其允诺的原因所在。 

中央赋权地方不足以解释鄂、赣两省能打破省际壁垒，而湖广总督统辖事权的湘、鄂两省反而难以打破省际壁垒。通过梳理

“湘煤济鄂”,我们可知盛、陈二人的开矿理念差异以及利益不一，阻碍了湘、鄂两省矿业跨省联营。是时，湖南巡抚陈宝箴锐

意变革，创办湖南矿务总局用以垄断湖南矿利。[23]陈宝箴企图独揽矿利以实现维新变法之夙愿，给两省协同发展铸造了壁垒。因

巡抚在辖区的权力及皇帝赋予督抚办矿的权力，盛宣怀不可能擅自施行“湘煤济鄂”,其拒绝谭嗣同办理浏阳煤矿正是其顾忌陈

宝箴巡抚权力的表现。可见，督抚的利益及其作为对跨省联营能否顺利开展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江西为何如此顺利，则与巡抚

德寿有关。江西袁州、吉安、广信等处煤矿虽报请开采，但江西并没有类似湖南矿务总局的专门矿务机构。德寿并不像陈宝箴有

变革之诉求。[36]巡抚未集省内矿权，萍煤的开采落入地方士绅手中，以致盛宣怀实现萍煤与鄂铁联营，面临的障碍不过是地方家

族势力，远不如地方督抚制造的壁垒难以逾越。同时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湘事难办，较少涉及湖南事务，也不利于湘、鄂两省

“隔省”壁垒破除。[37] 

除了督抚办矿权力的“中央性”以及督抚个人所求利益外，地方利益群体的诉求也有着极大的关联。事实上，陈宝箴与湖南

新旧官绅的利益诉求基本一致，即讲究湘事为湘人所有，如湖南矿务总局中“所用多本省绅士，故能与各分局联络一气，商民更

能相安”[14]。虽然未见盛宣怀与湖南士绅直面交锋，但陈宝箴拒绝洋人勘测，正是照顾多数湖南士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。张之洞

劝盛宣怀认清觊觎湘矿，必为湘人所不满，表明湘人具有较强的地方保护意识。这种意识在维新期间的“内湖行轮事件”中体现

更为明显，1896年冬，湖南官绅筹议兴办内河轮船，湘人则以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偏袒湖北之利予以诘问，张之洞只能言：“倘

湘人执意甚坚，尊意谓此中利益甚大，不欲中止，则尚有一变通办法。”[16]张之洞妥协及湘人发展本省利源的背后，表明湖南士

绅自我意识的觉醒，这种自我意识正是省际壁垒形成的重要因素。湘矿之利关乎湘省自身的维新运动，盛宣怀企图侵占湘人利

益，不仅与陈宝箴的利益冲突，更是与湘绅利益冲突。可以说，在本省人兴办本省事务上，陈宝箴与湖南士绅有着共同的目标。

士绅省域认同形成的省际壁垒影响深远，数年后，因湖南修筑铁路资金匮乏，张之洞拟粤省代修湘省铁路，遭到湘绅的极力抵

制，认为粤商有“攘利之心”,张之洞不得不搁置粤商代修湘路一事。
[16]
 

综上，晚清工业化过程中省际壁垒的生成，应具有三个层面：其一，中央制度层面。“隔省”问题关乎清代国家治理问题，

探讨“隔省”的阻碍问题，则必然需要理解清代“省”的权力来源及其范围大小。归根到底，专制王朝下，“省”的权力源自中

央。晚清工业化过程中，“隔省”问题难以解决，正是因为中央赋权往往以“省”为单位，光绪号召各省督抚、将军办矿便是一

佐证。中央王朝赋权，却缺乏足够的权力统筹各省，“隔省”壁垒则有了生存的土壤。其二，地方官员层面。官员作为政策的执

行者，具有主观能动性。借助中央政府的赋权，地方督抚若有政治诉求，则会对外部力量的介入自己辖区具有排他性。其三，本

地士绅层面。晚清“省”既是巡抚辖区，又沉淀辖区内人群的文化与心理认同，也就是本地士绅形成的自我意识共同体，即省域

认同。民国以来，“以省人治省”的滥觞便源于晚清士绅省域意识的萌发。晚清时期，中央权力式微，士绅对各省的社会心理认

同不断增强。经济层面表现为本省人经营本省利源，对外地商品或商人设置壁垒，甚至利用地方行政部门实行地方垄断。由此，

中央对“省”的赋权是“省”获取权力的法理基础，中央式微则是“隔省”壁垒出现的必要条件。地方主政者与地方士绅则是

互为利用，互为促进，只不过随着本地士绅省域意识的不断增强，士绅利益群体对省际壁垒的形成影响更大，督抚权力甚至沦为

地方士绅维护自身权力的“代言人”。只不过“湘煤济鄂”中，陈宝箴与湘绅利益一致，继而“隔省”壁垒只表现为陈宝箴与盛

宣怀之间的利益碰撞。不过，“隔省”壁垒也有效地抵制了强势商人或省份利用外资对弱势省份的侵入。国势日渐衰微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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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外资势必包含巨大的政治风险，陈宝箴经营湘矿则又意义明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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